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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团大战

早已有之，但社区团购的兴盛，却是从疫情封控开始的。

2020 年，武汉疫情暴发期间，武汉人民也曾经一度依赖团

长生活。武汉市民小玲女士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介绍，

当时武汉的团购，团的品类主要是蔬菜，卖家直接开团，大家

就在小区微信群里接龙，“因为当时刚过完春节，大家家里囤

的物资还比较多，只有新鲜的蔬菜吃完了需要补货，而且当时

在武汉的新冠病毒比较厉害，死亡率较高，大家都生活在一种

忧虑中，也没心情团购奶茶咖啡这一类的非必需品”。小玲记得，

当时她参加的几次团购，团长会把团购的物品打包好，放到小

区的防疫卡点，居民自己去拿。“价格也都还好，超市的团购

价格跟平时差不多，私人团的那种会比平时高一点，但是也在

合理范围内。”

虽然部分封控地区的团购平台会停，但是武汉会保证至少

一个平台可以送物资进去的，而且也不会涨价。对于一些不会

网上团购的老人，社区会发通知让亲属代买，或者网格员帮忙

购买。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，大家也买到过10元10斤的蔬菜包。

小玲所在的小区大概有 3—5 个团长，有超市工作人员、社

区工作人员，很少有私人团长开团，“大家主要还是在官方指

定的超市保供团购。即便有私人卖家，基本都是住在附近的菜贩。

武汉完全解封前，商超已经有序恢复，每家可以派代表进行采购，

团购也变得少了”。

跟上海人人皆可做团长不同，武汉的大部分团长本身就是

经营者而非普通居民。这一点，十荟团副董事长刘凯在接受采

访时也有提到，他认为，正是武汉疫情使得社区团购被推到了

前台，2020 年 2 月 5 日，刘凯抵达武汉，2 月 6 日接到政府复

工邀请函，当天就上架了一些东西。“武汉疫情期间从来没有

发过物资，都是靠社区团购解决吃喝，也没有出现东西很贵的

情况。当时都是企业在做，兴盛优选、十荟团、食享会三家企

业，以及本地的武商、中百等企业支撑了整个武汉地区物资供

应。”

而疫情期间社区团购的成功，也让人对这种模式有了信心。

张红是疫情期间走上团长岗位的，因为心疼社区工作人员，

她主动报名成为一位志愿者。当时社区很多日常供给无法满足

居民的需求，张红就和社区另外几个退休同事一同充当了团长

的角色，负责与武汉当地的零售公司联系。她每天负责与运货

的司机对接然后卸货，再根据社区居民在 App 上下单的信息通

知拿菜，并没有任何报酬。

后来，疫情慢慢稳定，张红对社区团购的模式有了一定的

了解后，转型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团长。凭借疫情期间攒

下的人情资源，她经营着 4 个团购平台，从一开始的一天几十

单（业绩已经领先其他区域），到日单量巅峰时期近 500 单，

现在张红每月的团购收入能够达到 6000 元左右。此外，张红所

在的社区为其提供了提货点、货柜甚至是冷藏柜，她唯一的成

本是向平台购买的塑料袋。当然，也不是不辛苦的，一天 24 小

时，她几乎花了2/3的时间在团购上，平台之间产品参差不齐，

经常会出现缺货或是产品质量问题，也需要张红来协调安抚。

那么，上海团长中会有很多“张红”吗？

恐怕不多。

上海团长有生命力吗？

武汉的社区团购做起来了，上海可以吗？深耕这一领域多

年的刘凯不是很乐观。他认为上海有两大因素制约社区团购发

展——第一，购买东西非常便利。第二，当地的人力和房租成

本很高。“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到农村去，从北京不用走多远，

到承德下面的一个村，你想买个榴莲，你可以试试。你可能会

买到苹果、香蕉，但是你想买榴莲、樱桃或者车厘子，根本买

不到，社区团购就是让这些购物不便的地方，能买到这些东西。”

在他看来，北京、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，买东西

太方便，而这次疫情期间以个人团长为主的团购，给人留下的

印象是社区团购的东西卖的就是贵，其它平台抢不到了，只能

到社区团购补充一些物资。

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，功成身退的团长瞿立峰也认为，

团长这个岗位在小区或许会有生命力，但想调动居民的购买积

极性，团长需要在价格或者品质上有自己的优势。“疫情期间

有些团购真的蛮贵的，而且还需要套餐购买，分量很大，不一

定都是大家想要的东西。此外，团购物资往往不像快递可以送

货上门，在便利性上也稍逊一筹。”

另一个原因，也是因为团长付出的劳动和收入并没有足够

的吸引力。“团购可以做，但只能做着玩玩，不太可能靠团购

赚大钱。而且团长做多了，总会有人在背后说是非，也挺烦的。”

刘晓琴告诉记者，通过社区团购，她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邻居，

这恐怕是做团长最大的收获。

无论如何，这次疫情都给上海的社区团购切开了一个口子，

以后的发展能不能越来越好，则需要更多事件的检验。


